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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消毒是保护人体健康免受病原体侵害并防止病原体在水中传播的基本策略，已被广泛应用于

水质净化中. 在水消毒过程中，消毒剂易与天然存在的有机物（如腐殖酸和富里酸）、无机物、污染物

以及原水中存在的游离氯、溴或碘反应，生成新型污染物（emerging contaminants，ECs）消毒副产物

（disinfection by-products，DBPs），其中氯代消毒副产物（chlorinated disinfection byproducts，Cl-DBPs）
是检出率和浓度水平最高的一类. Cl-DBPs可引发内分泌紊乱及“三致”效应，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均

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然而造成这些不良影响的毒性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尚不清楚 . 因此，全面了解

Cl-DBPs的毒性效应对保护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至关重要. 本文综述了目前已发现的 Cl-DBPs的种类和

来源，探讨了 Cl-DBPs及其混合物对水生生物、陆生生物、人体健康的毒性效应，为评价 Cl-DBPs的环

境风险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水消毒，氯代消毒副产物，生态环境，毒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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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disinfection  is  a  fundamental  strategy  for  safeguarding  human  health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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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genic  threats  and  preventing  the  spread  of  pathogens  in  drinking  water.  It  has  been  widely
employed in water purific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water disinfection, disinfectants readily react
with  natural  organic  matters  such  as  humic  and  fulvic  acids,  inorganic  compounds,  pollutants,  and
free chlorine, bromine, or iodine present in the raw water, producing pollutants known as emerging
contaminants  (ECs)  or  disinfection  by-products  (DBPs).  Among  these,  chlorinated  disinfection  by-
products (Cl-DBPs) represent a category with the highest detection rate and concentration levels. The
toxicities of Cl-DBPs include endocrine disruption, carcinogenicity, teratogenicity, and mutagenicity,
which  can  threaten  human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However,  the  toxic  mechanisms
responsible  for  these  adverse  effects  are  not  yet  fully  understood.  Hence,  gain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toxic  effects  of  Cl-DBPs  is  crucial  for  safeguarding  both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and  human health.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types  and  sources  of  Cl-
DBPs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so far. It delves into the toxic effects of Cl-DBPs and their mixtures
on  aquatic  organisms,  terrestrial  organisms,  and  human  health,  thereby  offering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ass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Cl-DBPs.
Keywords　 water  system  disinfection， chlorinated  disinfection  by-produc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toxicity effects.

 

2019年 1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在全世界爆发，主要传播途径为呼吸道飞沫、气溶

胶和接触被污染的物品等. 使用含氯消毒剂对医院、家庭和公共场所等进行消毒可以有效阻断病毒传

播，但大量余氯会与水体中的天然有机物（natural organic matter，NOM）和无机离子反应生成有害的消

毒副产物（disinfection byproducts，DBPs） [1].  DBPs已经被界定为新型污染物（emerging contaminants,
ECs）[2 − 3]，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对生态系统中包括人类的各类生物均有潜

在危害. 其中，氯代消毒副产物（chlorinated disinfection byproducts，Cl-DBPs）检出率和浓度水平最高，对

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已引起广泛关注[4 − 5]. 三卤甲烷（THMs）、卤乙酸（HAAs）及卤乙醛是在不

同消毒条件下占主导地位的 DBPs，THMs中的三氯甲烷（TCM）、HAAs中的二氯乙酸（DCAA）和三氯

乙酸（TCAA）及卤乙醛中的三氯乙醛浓度最高[6 − 7]. 在未受管控的消毒副产物中，以 2,6-二氯-1,4-苯醌

（2,6-DCBQ）、二氯乙腈、二氯乙酰胺和三氯硝基甲烷等 Cl-DBPs的检出率和浓度水平较高 [8 − 9]. 水体

中已鉴定出的 DBPs生成潜能大致排序为：氯代 > 溴氯代 > 溴代 DBPs[10]. Rook[11] 于 1974年首次发现

消毒剂次氯酸和次溴酸会与水中 NOM反应生成 4 种 THMs，包括 TCM、一溴二氯甲烷和二溴一氯甲

烷等 Cl-DBPs，自此开启了针对水体中 Cl-DBPs的研究.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证实了 TCM对动物体具

有致癌性，并通过 Ames试验证实水体中的有机物具有诱变作用[10]；人体和哺乳动物细胞的毒理学研

究表明，长期暴露于 Cl-DBPs与潜在的细胞毒性、基因毒性、致癌性、致突变性和内分泌紊乱等不良

健康结果有关[9]；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暴露于 Cl-DBPs与膀胱癌、肺癌、结肠癌、出生缺陷、哮喘和皮疹

等疾病密切相关[12 − 14]. 水体中 Cl-DBPs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目前鉴定出的 DBPs已超过 900种[15]，但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中只对部

分 DBPs进行了监管，绝大部分 DBPs还未受监管. 在目前受监管的 Cl-DBPs中，THMs和 HAAs已被

证实具有细胞毒性和基因毒性 [10]. 然而，含氯消毒剂与溶解性有机氮（dissolved organic nitrogen，DON）

生成的含氮消毒副产物（nitrogenous disinfection byproducts，N-DBPs）如卤乙腈（HANs）和卤乙酰胺

（HAcAms）等化合物目前尚未纳入监管范围[16 − 17].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研究人员对自来水、再生水和地

表水中存在的受管制和未受管制 DBPs的毒性效应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发现与受管制的含碳消毒副产

物（carbon disinfection byproducts，C-DBPs）如 THMs和 HAAs相比，未受管制的 N-DBPs具有更强的发

育毒性和生长抑制作用[18]. 然而，这些研究只考虑了单一 DBPs的毒性效应，生态系统中人类和生物体

通常暴露在复杂多重的污染体系中，混合物的联合毒性可能不同于单一化学物[19]. 当生物体暴露于两

种或多种 Cl-DBPs时，可能会发生相加、协同和拮抗效应. 因此，研究 Cl-DBPs混合物的毒性效应对于

保护人体健康和水生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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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述了 Cl-DBPs的分类和来源，并对 Cl-DBPs及其混合物对水、陆生生物和人体健康的毒性

效应进行了总结，初步探讨了产生这些毒性作用可能的分子机制，以期为评价 Cl-DBPs的环境风险提

供科学依据. 

1    Cl-DBPs 的分类和主要来源（Classification and main sources of Cl-DBPs）

Cl-DBPs作为一种 ECs，其来源广泛，种类较多（表 1）. 在氯化消毒过程中，主要与以下 4类前体物

反应生成 Cl-DBPs：（1）腐殖酸和富里酸等大分子 NOM；（2）细菌和藻类代谢产物；（3）氨基酸和蛋白质

等小分子有机物；（4）内分泌干扰物（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EDCs）、非甾体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s） 、药品和个人护理用品 （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和抗生素等外源性有机污染物.
 
 

表 1    Cl-DBPs的主要分类

Table 1    Main classification of Cl-DBPs
 

类别
Category

化合物
Compounds

参考文献
Reference

三卤甲烷 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二溴一氯甲烷、一溴二氯甲烷、溴氯甲烷、一氯二碘甲烷、二氯碘甲烷、溴氯碘甲烷 [20 − 22]

卤乙酸 氯乙酸、二氯乙酸、三氯乙酸、溴氯乙酸、一溴二氯乙酸、一氯二溴乙酸 [23 − 25]

卤乙腈 氯乙腈、二氯乙腈、三氯乙腈、溴氯乙腈、溴二氯乙腈、二溴氯乙腈 [26 − 27]
卤代硝基

甲烷
一氯硝基甲烷、二氯硝基甲烷、三氯硝基甲烷、溴氯硝基甲烷、一溴二氯硝基甲烷、二溴氯硝基甲烷 [28 − 29]

卤代苯醌
2,6-二氯-1,4-苯醌、2,5-二氯-1,4-苯醌、2,6-二氯-3-甲基-1,4-苯醌、2,3,6-三氯-1,4-苯醌、2,3,5,6-四氯-1,4-苯醌、

3,4,5,6-四氯-1,2-苯醌、2-氯-6-碘-1,4-苯醌、2-溴-6-氯-1,4-苯醌 [30 − 34]

卤乙酰胺 氯乙酰胺、二氯乙酰胺、三氯乙酰胺、溴氯乙酰胺、二溴氯乙酰胺、溴二氯乙酰胺、氯碘乙酰胺 [35]

卤乙醛 一氯乙醛、二氯乙醛、三氯乙醛、溴氯乙醛、一溴二氯乙醛、二溴氯乙醛 [36]
无机卤氧

酸盐
氯酸盐、亚氯酸盐 [37]

氯代丙酮 氯丙酮、二氯丙酮、三氯丙酮、六氯丙酮 [38]

卤代苯酚
2-氯苯酚、2,4-二氯苯酚、2,4,6-三氯苯酚、2,6-二氯-4-硝基苯酚、4-溴-2-氯苯酚、2-溴-4-氯苯酚、

2,6-二氯-4-溴苯酚、 [39]

其他Cl-
DBPs

四氯化碳、氯化氰、3,5-二氯-4-羟基苯甲醛、3-溴-5-氯-4-羟基苯甲醛、3,5-二氯-4-羟基苯甲酸、
3-溴-5-氯-4-羟基苯甲酸、3,5-二氯水杨酸、3-溴-5-氯水杨酸、3-氯-2,2-二甲基-1-丙醇 [40 − 42]

 
 

1.1    腐殖酸和富里酸等大分子 NOM
水体中大分子 NOM主要由动植物产生，以腐殖质为主. 在氯化消毒时腐殖酸生成的 Cl-DBPs量

比其他大分子 NOM多，因此是生成 Cl-DBPs最主要的前体物. 地表水中的 NOM通常高于地下水，因

而地表水中形成的 Cl-DBPs多于地下水 [43]. 溶解性有机物（dissolved organic matter，DOM）也是一类重

要的 NOM，含氯消毒剂会改变 DOM的组成，从而影响 Cl-DBPs的形成. Korotta-Gamage等 [44] 研究发

现 NOM的分子量、结构和疏水性会影响 Cl-DBPs的形成. 但由于 NOM的复杂性，目前已有的研究尚

未完全了解各种离子对 Cl-DBPs生成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1.2    细菌和藻类代谢产物

随着饮用水源地水质的恶化，藻华发生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目前对细菌和藻类代谢物作为 Cl-
DBPs前体物的研究仅次于 NOM，这些前体物主要包括由自然死亡、工艺处理导致细胞破裂后释放的

物质，以及藻细胞直接向水环境释放的代谢产物，如藻源有机质（ algae  organic  matter，AOM）等 .
AOM作为有机前体物能生成高毒性的 Cl-DBPs，会直接影响饮用水水质 [45]. Gonsior等 [46] 通过负离子

电喷雾-傅立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质谱（ESI FT-ICR MS）检测发现铜绿微囊藻（M. aeruginosa）细胞中

AOM在 氯 化 消 毒 后 产 生 了 Cl-DBPs. 此 外 ， Li等 [47] 通 过 GC-MS检 测 到 经 过 氯 化 消 毒 后 ，

M. aeruginosa 中 AOM生成了 7种 Cl-DBPs，包括二氯乙腈、三氯硝基甲烷、二氯乙酰胺等. 因此，在藻

华期间控制 AOM衍生的 Cl-DBPs已成为饮用水安全的挑战之一. 

1.3    氨基酸和蛋白质等小分子有机物

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在 16个饮用水处理厂的原水中总氨基酸（amino acids，AAs）平均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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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含量的 15%[48]. 游离 AAs具有低分子量、低阴离子电荷，易与消毒剂反应形成 Cl-DBPs. Lu等 [49]

结合高分辨率质谱识别出芳香族氨基酸与消毒剂反应生成的 Cl-DBPs. 但关于氨基酸和蛋白质作为前

体物生成 Cl-DBPs的研究并不多，且蛋白质在水环境中容易被降解. 因此，未来对氨基酸和蛋白质等有

机物生成 Cl-DBPs的研究应更充分. 

1.4    外源性有机污染物

外源性有机污染物虽然浓度低，但种类繁多，随着水体以及饮用水源地污染加剧，尤其近年来抗生

素的滥用，在水体中频繁检出，使其成为重要的 Cl-DBPs前体物. 如氯霉素等抗生素在氯化消毒后生成

了二氯乙酰胺等 Cl-DBPs[50]；Zhou等[40] 发现四环素在氯化和氯胺化过程中会生成 TCM、DCAN、四氯

化碳和二氯丙酮. 除抗生素外，Gao等[51] 发现对酮洛芬和扑热息痛超声后氯化增强了 TCM和三氯硝

基甲烷的生成 . 外源性有机污染物由于其种类繁多，具有难以降解和持续输入的特性，目前关于

Cl-DBPs前体物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
此外，由于 COVID-19的快速传播，尤其是紧急医疗的污泥污水处理会产生一定的 Cl-DBPs. 污水

处理厂（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s，WWTP）产生的污泥污水中含有大量的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EPS）等有机物. Zhang等[52] 研究表明污水污泥中的 EPS与含氯消毒剂反应会生成

THMs、HBQs、氯代酮等 Cl-DBPs. 研究污水污泥在氯化消毒过程中生成的 Cl-DBPs，对建立安全有效

的污泥污水消毒方法具有重要的工程和科学意义. 

2    Cl-DBPs 的生态毒性效应（Eco-toxicity effects of Cl-DBPs）

近年来，关于 Cl-DBPs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研究已经取得较多进展，研究结果显示大部

分 Cl-DBPs具有潜在的“三致”效应、基因毒性、细胞毒性、神经毒性、发育不良和生殖系统并发症等[53].
Nieuwenhuijsen等[54] 基于转基因细菌、哺乳动物及人类细胞培养、哺乳动物和啮齿类动物实验，提出

了 Cl-DBPs相关的毒性机制，包括遗传毒性、氧化应激、叶酸代谢障碍、扰乱胎盘合胞体滋养层细胞

衍生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合成和分泌、睾酮水平降低等. 其他的分子机制如表观遗传学的变化也已

被观察到[55]. 但目前关于 Cl-DBPs的毒性效应研究和数据并不充分，需要更广泛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更

深入的毒理学研究. 

2.1    Cl-DBPs对水生生物的毒性效应

研究表明 Cl-DBPs可能会降低水体的初级生产力[56]，对水生生态系统和水生生物产生危害（表 2）.
Cl-DBPs对浮游植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抑制生长、改变浮游植物群落结构以及损伤藻细胞的超微结构

等；对水生动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游泳能力、降低存活率和诱导细胞凋亡等. 目前关于 Cl-DBPs
暴露影响水生生物的研究仍然十分匮乏，其中以微藻、斑马鱼、鲤鱼居多.
 
 

表 2    Cl-DBPs对水生生物的毒性效应

Table 2    Toxicity effects of Cl-DBPs on aquatic organisms
 

水生生物
Aquatic organisms

氯代消毒副产物
Cl-DBPs

生态毒性效应
Toxicological effects

参考文献
Reference

铜绿微囊藻 氯乙酸 刺激MC-LR产生, 损伤藻细胞的超微结构, 抑制生长 [23]

栅藻 氯乙酸 破坏类囊体片, 微藻蛋白核消失, ROS显著增加, DNA受损, 细胞凋亡 [24]

小球藻 氯乙酸
生长速率减慢, 最大光化学量子产量下降, 叶绿素 a 浓度降低, SOD、CAT、

GSH含量上升, MDA含量下降 [59]

鲤鱼 三氯甲烷
血液参数下降, 生化指标（葡萄糖、总蛋白、丙氨酸转氨酶）的变化显著, 引发肝损

伤 [4]

斑马鱼

2,6-二氯-1,4-苯醌
雌性青春期延迟, 卵巢生长迟缓, 生育能力低下 [63]

存活率降低, 畸变率提高 [64]

2,5-二氯-1,4-苯醌
体长减少, 心率降低, 色素沉着减少, 运动轴突结构异常等发育缺陷, 神经元发育

相关的基因显著下调 [66]

二氯乙酰胺 引起斑马鱼急性代谢损伤 [68]
 
 

2.1.1    对浮游植物的影响

有害藻华（harmful algal blooms，HABs）是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安全的一个重要问题. Cl-DBPs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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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态系统中藻类的影响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Fisher等 [57] 研究了 DCAA和 TCAA对海洋藻类

（ Isochrysis  galbana）的急、慢性毒性， I.  galbana 的 72 h生长数据表明，暴露于高浓度的 DCAA和

TCAA会抑制 I. galbana 种群增长，在中等浓度时生长非常缓慢，在最高浓度时不生长；Zhang等[58] 报

道消毒后含盐废水中的 Cl-DBPs可能会对海洋微藻产生急性毒性；Ye等 [23] 研究表明氯乙酸（MCAA）

会刺激 M. aeruginosa 产生MC-LR、损伤藻细胞的超微结构、抑制 M. aeruginosa 生长等.
大量研究表明，Cl-DBPs对浮游植物的毒性机制主要在于损伤光合系统和诱导氧化应激 [23, 58 − 59].

Cui等[24] 研究了 MCAA对栅藻（Scenedesmus sp.）的毒性效应，结果表明 MCAA减少了单位面积中藻细

胞的数量，藻细胞的存活率严重下降. 与对照组相比，在 MCAA暴露的早期（24 h），细胞中叶绿素 a的

含量显著增加（P < 0.05），这可能是为了防止光合作用的活性进一步下降. 研究人员发现 MACC破坏

了 Scenedesmus sp.的类囊体片，造成蛋白核的消失. 这些结果表明，Cl-DBPs会损伤 Scenedesmus sp.的
光合系统，这可能是 Cl-DBPs抑制微藻生长的毒性机制之一. 此外，研究人员测定了藻细胞内活性氧

（ROS）的水平. 结果表明，0.8 mg·L−1 MCAA处理 48 h后，Scenedesmus sp.的 ROS水平显著增加，导致

DNA受损，并引发细胞凋亡. 以上结果表明氧化应激也是 MCAA对 Scenedesmus sp.的毒性作用机制

之一.
鉴于天然水体中含有多种微藻，类群之间存在敏感性差异，Cl-DBPs很可能会影响浮游植物群落

的结构. Cui等 [60] 评估了 THMs、HAAs和 HANs对 3种微藻：小环藻（Cyclotella sp.）、M. aeruginosa 和

Scenedesmus sp.群落演替的影响. EC50 的结果表明，THMs的毒性最低，对 3种微藻的生长抑制率均不

超过 50%，HAAs的毒性随着卤素取代基数量的增加而降低，HANs对微藻的生长毒性最强. DBPs对
3种微藻的毒性因物种而异，M. aeruginosa 是对 DBPs最敏感的物种，Scenedesmus sp.对 HANs的耐受

性最高，这可能是因为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的响应机制不同. 其响应机制的不同表现在：藻细胞对抗外

源化学物的第一个屏障是细胞壁，Scenedesmus sp.的细胞壁（1.7 μm）比 M. aeruginosa（450 nm）更厚；其

次 ，DBPs抑制微藻生长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破坏其光合系统 ， 与原核生物 M.  aeruginosa 相比 ，

Scenedesmus sp.的叶绿体膜可作为阻止 DBPs和其他污染物通过的另一道屏障. 此外，氯乙腈（MCAN）

影响了藻类群落的结构，在暴露于 MCAN和种间竞争的双重胁迫下，Cyclotella sp.的生长受到了严重

抑制. 低浓度 MCAA（2 mg·L−1）也影响了 3种微藻的比例，M. aeruginosa 的数量达到了 70.3%. 但这种

转变是不可取的，因许多 Microcystis 物种都是有毒和有害的 [61]，这些物种的繁殖可能会反过来增加

DBPs的形成. 这些变化可能导致蓝藻水华的爆发，产生藻毒素，污染水和空气，进而威胁水生生物和人

类的安全. 

2.1.2    对水生动物的影响

多项研究表明 Cl-DBPs对水生动物会产生危害：Melo等[62] 研究发现 MCAA和 TCAA对大型蚤会

产生急性和慢性毒性；Cui等[24] 评估了 9种 Cl-DBPs对大型蚤和斑马鱼的毒性效应，结果表明，大多数

Cl-DBPs都影响了大型蚤的游泳能力，并且诱导了斑马鱼的非正常发育甚至死亡.
目前对水生动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斑马鱼. 2,6-DCBQ会导致斑马鱼雌性青春期延迟、卵巢生长

迟缓、生育能力低下，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些不良结果与 17β-雌二醇（E2）水平的显著降低有关[63]；斑马

鱼在暴露于 90 mg·L−1 和 120 mg·L−1 的 2,6-DCBQ时存活率降低到 65%和 44%，畸变率提高到 11%和

26%，同时 2,6-BDCQ对其氧化应激（SOD活性升高）、脂质过氧化（MDA水平升高）、DNA损伤（8-羟
基脱氧鸟苷含量增加）和细胞凋亡（caspase-3活性增加）均有影响[64]；2,6-DCBQ导致斑马鱼心脏内心肌

纤维不规则，脑内细胞核固缩和染色质凝集，GSH含量、SOD活性、CAT活性和总抗氧化能力

（T-AOC）均受到显著抑制，并且在心脏和大脑中分别检测到 545个和 1228个差异表达基因（DEGs），

主要富集于血管系统发育、脉管系统发育和心脏中的氧化还原酶活性[65]；斑马鱼幼鱼的运动活力随着

2,5-二氯-1,4-苯醌（2,5-DCBQ）浓度的增加而降低，这种影响在黑暗刺激条件下更为明显，KEGG结果

显示神经活性配体受体相互作用和凋亡通路明显被破坏，乙酰胆碱酯酶活性受到影响[66].
此外 ，Chaves等 [67] 利用斑马鱼胚胎生物测定法评估了 7种未受管制的 DBPs的毒性 ，其中

Cl-DBPs包括 1,1,1-三氯丙酮、六氯丙酮和 3-氯-2,2-二甲基-1-丙醇与一些受管制的 Cl-DBPs相比显示

出更高的毒性. 同时，Chaves等[67] 强调了关注未受管制 Cl-DBPs的毒理学效应的重要性. 这些研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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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揭示了 Cl-DBPs对水生生物的毒性，绝大多数水生动物暴露于 Cl-DBPs可通过胃肠道吸收及皮肤接

触致毒. 

2.2    Cl-DBPs对陆生生物的毒性效应

基于细菌和哺乳动物细胞测试相关研究结果表明，Cl-DBPs在植物和动物体内都具有基因毒性[10, 69].
通过中国仓鼠卵巢（Chinese hamster ovary cell，CHO）细胞，Wagner等 [70] 已经评估了超过 100种 DBPs
的毒性. 在已有的研究中，CHO细胞由于其在培养液中稳定生长并且容易获得高表达，因而被作为主

要的研究对象. 同时，Cl-DBPs对小鼠、多毛纲、秀丽隐杆线虫和猪胚胎等也会产生毒性效应（表 3）.
 
 

表 3    Cl-DBPs对陆生生物的毒性效应

Table 3    Toxicity effects of Cl-DBPs on terrestrial organisms
 

受试物种
Subject species

氯代消毒副产物
Cl-DBPs

生态毒性效应
Toxicology

参考文献
Reference

中国仓鼠卵巢细胞
氯乙酸 抑制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产生线粒体损伤 [79]

二氯乙腈 诱导姐妹染色单体交换和淋巴母细胞DNA链断裂 [72]

小鼠

二氯乙腈 降低细胞活力, 增加乳酸脱氢酶释放率, 诱导细胞凋亡 [80]
溴氯硝基甲烷
三氯硝基甲烷

肝脏的相对重量下降, 损害肝脏抗氧化防御系统, 干扰氨基酸和
碳水化合物代谢 [29]

二氯乙酸
三氯乙酸

诱导不同水平的氧化应激 [76]

氯乙酸 肝细胞活力下降 [75]

秀丽隐杆线虫 2,6-二氯-1,4-苯醌 诱发DNA损伤 [81]

多毛纲 氯乙酸 影响发育 [17]

猪胚胎 一溴二氯甲烷 囊胚发育率降低, 雌二醇信号通路改变 [73]
 

目前有关 Cl-DBPs对植物的毒性效应研究仍非常有限. Ranjan等[69] 在葱属植物的染色体畸变试验

中发现，葱属植物根尖细胞在暴露于 TCM和三氯乙腈（TCAN）120 h后，后期-末期细胞中观察到架桥

现象、染色体粘连、染色体不稳定、染色体片段化和染色体畸变. 随着 Cl-DBPs浓度的升高，总染色体

畸变更为严重. 此外，脂质过氧化反应、过氧化氢含量、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愈创木酚过氧化物酶和

过氧化氢酶等生化指标均呈浓度依赖性.
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表明，在动物实验中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DCAN和其他

Cl-DBPs具有毒性效应：DCAN会导致小鼠肝窦扩张、肝和肾小球出血的空泡变性和肾小管肿胀，暴露

于 44 mg·kg−1 DCAN可诱导肝脏氧化损伤并且显著增加了肝谷胱甘肽含量、影响线粒体生物能. 这些

结果表明线粒体膜电位和细胞色素 c氧化酶活性的升高可能与 DCAN诱导的肝线粒体损伤的代偿性

病理生理反应有关[71]；DCAN可诱导 CHO细胞姐妹染色单体交换和淋巴母细胞 DNA链断裂，进而使

CHO细胞增殖和凋亡[72]；猪胚胎发育的第一周暴露于低浓度的 CHBrCl2 会对囊胚发育率产生不利影

响并且会导致雌二醇信号通路的改变[73].
人类暴露于 Cl-DBPs会增加膀胱癌、结肠直肠癌和肝脏病变等健康风险 [74]，而动物实验表明

Cl-DBPs的危害主要表现在肝脏病变 [75 − 76]. Faustino-Rocha等 [77] 评估了 CHBr2Cl和 CHBrCl2 引起的小

鼠体内线粒体功能障碍，以及由此产生的肝脏组织和生化组织变化. 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暴露于

THMs的小鼠丙氨酸转氨酶和胆红素水平明显升高 （ P  <  0.05） . 线粒体分析显示 ，CHBr2Cl和
CHBrCl2 降低了肝组织线粒体生物能量活性，并且增加了肝组织中的氧化应激. 这一结果验证了线粒

体功能障碍和氧化应激在 CHBr2Cl和 CHBrCl2 引起的肝毒性的作用，增加了对 Cl-DBPs作用机制的认

识. 此外，小鼠暴露于 DCAA和 TCAA后会产生慢性肝炎，Hassoun等[75] 研究表明 Cl-DBPs在肝脏中诱

导氧化应激是这种慢性肝炎的重要机制 .  Cl-DBPs对动物细胞产生基因毒性也进行了广泛研究 .
Plewa等 [78] 利用 CHO细胞研究了单一 Cl-DBPs的基因毒性，在碱性彗星实验中均检测到 Cl-DBPs如
CAA、一氯二溴乙酸、一溴二氯乙酸等诱导 CHO细胞 DNA损伤. 袁婷婷等[35] 用小鼠淋巴瘤细胞作为

受试细胞，分别评估了暴露在一氯乙酰胺、二氯乙酰胺和三氯乙酰胺等 5种 HAcAms下小鼠淋巴瘤细

胞 Tk基因总突变频率的变化，发现 5种 HAcAms均呈现出一定的基因毒性. 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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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实验初步检测 DNA损伤，由于这种 DNA损伤大部分可以修复，因此彗星实验检测 Cl-DBPs基因毒

性的意义仍有待确定. 除此之外，目前大多数研究是在实验室内进行的，且影响因素单一、暴露时间

短、剂量高，与实际环境的毒性效应差异可能过大. 

2.3    Cl-DBPs对人体健康的毒性效应

为了评估 Cl-DBPs对人体导致的不良健康结果，通常会考虑 Cl-DBPs的暴露途径 . 人体接触

Cl-DBPs主要通过 3种途径:（1）饮用超过国家规定 Cl-DBPs剂量的水；（2）Cl-DBPs具有皮肤渗透性，

在淋浴、沐浴以及在氯消毒泳池中游泳时通过皮肤真皮层吸收 Cl-DBPs；（3）Cl-DBPs在室温下易挥

发，在用水过程中很容易转化为水蒸气，从而吸入 Cl-DBPs溶质 . 水体中 Cl-DBPs种类较多，不同

Cl-DBPs的浓度、理化性质和暴露途径导致的健康影响均不同（表 4） . 暴露评估一直是饮用水

Cl-DBPs暴露与人群健康流行病学调查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82]，特别是癌症等长期潜伏的疾病.
 
 

表 4    Cl-DBPs对人体健康的毒性效应

Table 4    Toxicity effects of Cl-DBPs on human health
 

氯代消毒副产物
Cl-DBPs

毒性效应
Toxicity effects

参考文献
Reference

卤代甲烷
膀胱癌, 结肠癌, 皮肤癌, 神经管缺陷, 人体气道屏障功能障碍, 气道上皮细胞紊乱, 过敏性疾病, 内分泌

紊乱, 细胞基因表达异常, DNA甲基化, 心血管先天性异常, 尿道下裂风险增加, 原癌基因c-myc和
c-jun的mRNA表达增加, 肾和肝产生肿瘤

[22, 92 − 94]

卤代乙酸
急慢性中毒, 胚胎发育不正常, 细胞增殖, 染色体损伤, 细胞ATP水平下降, DNA错误修复, 染色体重组
或端粒末端融合损伤, 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异常, 对肝、肾、神经系统产生负面影响, 影响男性生殖,
胎儿畸形, 胎儿发育迟缓, 性成熟延迟, 胎盘改变以及影响骨骼, 在尿路上皮细胞中表现出致癌特性

[17, 25, 75]

卤代乙腈 具有致畸性和致突变性, 破坏薄膜组织, 大脑的呼吸中枢瘫痪, 有机体诱变, 淋巴细胞内DNA链断裂 [26 − 27]

卤代苯醌 蛋白质和DNA的损伤与癌变, 产生活性氧, 影响基因表达, 诱导肿瘤发生 [30 − 31]
 

关于 Cl-DBPs的生殖相关研究都是建立在现有研究或现有记录（例如出生证明）的基础上，并依赖

于常规饮用水监测来建立相关暴露指数. 最近的研究将有关饮酒、淋浴和洗澡习惯等个人信息作为暴

露情况纳入其中，或测量尿液中 TCAA的含量[83]. 目前 Cl-DBPs对生殖方面的影响包括精子质量、怀

孕时间、月经周期、妊娠结果、流产、胎儿生长缓慢、早产和先天性畸形等[84 − 86]. Cl-DBPs暴露对会导

致精子形态异常和精子浓度下降[84]；Maclehose等[85] 研究发现摄入高浓度 THMs会降低女性的生育能

力；在加州进行的一项前瞻性研究表明，每天喝 5杯或更多含有 ≥ 75 μg·L−1 THMs的水的妇女，自然流

产的风险增加[86]. 然而，Cl-DBPs除了与胎儿生长有轻微的相关性外，并未有直接证据表明与其他妊娠

结果有一致的相关性.
与通过皮肤或摄入相比，吸入摄取 Cl-DBPs导致不良健康影响的风险要高得多[20]. 许多研究表明

沐浴水中的 Cl-DBPs会引起呼吸道问题如咳嗽、哮喘和呼吸道感染等[87 − 88]. 有研究表明在救生员中发

现了 3例由三氯胺致敏引起的职业性哮喘[89]. 一些研究表明，与其他运动员相比，游泳运动员的哮喘患

病率更高[90]，但鉴于游泳是哮喘患者的推荐运动，这种关联的方向尚不明确.
Chaves等 [74] 对目前新兴的和未受管制 Cl-DBPs的毒性作用机制进行了综述，表明 Cl-DBPs对多

种信号通路有调控作用. 如 HANs可与雄激素受体结合从而导致内分泌紊乱；单 HAAs可使 3-磷酸甘

油醛脱氢酶（GAPDH）活性位点烷基化而破坏 DNA等. 此外，大量研究发现 Cl-DBPs会对人体细胞产

生影响：2,6-DCBQ会诱导 Caco-2细胞、膀胱癌 5637细胞和胃部MGC-803细胞染色体损伤[30]；Xu等[91]

将 T24膀胱癌细胞暴露于 3种氯代苯醌（CBQ）后发现，CBQ与单链或双链寡脱氧核苷酸结合形成

DNA加合物，造成 DNA损伤. 这些结果表明 Cl-DBPs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然而 Cl-DBPs对
人体健康毒性效应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实验室模型可能不一定有助于理解 Cl-DBPs对人体的急性或

慢性毒性，因为人体通常暴露在非常低水平的 Cl-DBPs下，因此在未来的纵向生物样本库或队列研究

中，应筛选更完备的暴露生物标志物. 

3    Cl-DBPs 的混合毒性效应（Mixture toxicity effects of Cl-DBPs）

目前对 Cl-DBPs的毒性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 Cl-DBPs. 然而 ，目前在水体中已发现的

Cl-DBPs的单一毒性并不能完全反映 Cl-DBPs混合物的总体毒性. 大量研究表明，不同 Cl-DBPs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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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相加、协同和拮抗效应[95 − 98]. 因此，对 Cl-DBPs混合物的潜在混合毒性效应的研究对于保护水质

安全和人体健康是十分重要的.
Stalter等[95] 对 22个卤代 DBPs的联合毒性进行了测试，通过浓度相加（Concentration addition，CA）

模型证实了所测试的 DBPs毒性具有相加效应. DCAA和 TCAA混合物可诱导小鼠肝组织出现氧化应

激的相加效应 [75]. 此外，Cl-DBPs的协同和拮抗效应也有文献报道 . Fan等 [96] 发现无机 DBPs和有机

DBPs组成的二元混合物对 CHO细胞的毒性出现了协同效应. Chen等 [97] 测定了 7种 DBPs及其二元

混合物对青海弧菌 Q67的急性毒性，观察到 DBPs二元混合物的协同效应. 同时，Chen等[97] 指出化合

物的协同效应可能取决于浓度水平和浓度比. Melo等 [62] 用 CA和独立作用（independent action，IA）模

型用于混合物毒性的预测评估，选定了 HAAs的二元混合物和三元混合物对水蚤进行了毒理实验. 结
果表明，CA是评估 HAAs二元和三元混合物毒性效应最可靠的方法. 同等总浓度下，二元和三元混合

物的 EC50 值显著低于 3种 HAAs的单一试验结果，并且混合物的毒性比 3种单一 HAAs的毒性均增

加 50%以上. 研究人员还进行了多代慢性试验，将水蚤暴露于 HAAs的三元混合物中，结果显示第二

代水蚤的性成熟度和孵化后代的数量显著下降. 另外，Narotsky等[98] 评估了 9种 DPBs的联合毒性，用

4种 THMs（THM4）、5种 HAAs（HAA5）和 9种 DBPs（DBP9, THM4+HAA5）的混合物作用于 F344大

鼠，所有 3种混合物在 ≥ 613 mol·kg−1·d−1 时小鼠均终止妊娠，HAA5在 ≥ 308 mol·kg−1·d−1 时引起眼部畸

形（无眼、小眼症）. 然而，在 DBP9处理时，THMs的存在似乎减少了 HAAs引起的眼睛缺损的发生率.
但这两类 DBPs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未来应进一步研究.

在 Cl-DBPs混合物对人体健康的毒性效应方面，方晶云 [99] 指出构成总有机卤化物（total organic
halides，TOX）的 DBPs中有 50%是未确定的，而在氯胺消毒中，75%的 TOX是未确定的 DBPs. 研究单

一 Cl-DBPs不足以确定 Cl-DBPs混合物的整体不良健康效应. 因此，检测消毒后的原水特别是广泛人

口接触的水源（如公共游泳池和温泉水）中 Cl-DBPs的总体毒性效应变得更为重要. 大量研究表明游泳

池和温泉水中的 Cl-DBPs具有基因毒性或致突变性[88, 90, 100]. Vlaanderen等[101] 利用几种免疫反应生物标

志物，如白细胞介素-1受体拮抗剂、C-X-C基序趋化因子 10、C-C基序趋化因子 11研究了游泳前后呼

气中的 TCM、一溴二氯甲烷和二溴一氯甲烷与呼吸效应（如哮喘）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接触 THMs与
选定标记物的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之间存在正相关. Cl-DBPs混合物与刚出生婴儿患有的疾病之间也

存在相关性. Wright等[102] 研究表明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婴儿与 4种 THMs相关，但一种 THMs是否会导

致婴儿心血管缺陷尚不清楚，还需进一步研究.
此外，环境因素与 Cl-DBPs的总体毒性效应之间也存在相关性，Zeng等[103] 研究表明，氯化消毒后

的水致诱变和致畸变的水平在 1月份时高于 7月. 这些因素在环境中是不可控的，它们不仅会影响

Cl-DBPs的种类和含量，还会影响到水体中 Cl-DBPs混合物的总体毒性. 因此，在研究 Cl-DBPs的毒性

效应时，应该把这些影响因素考虑在内. 

4    总结和展望（Conclusion and prospects）

大量使用消毒剂后，生成有害的 Cl-DBPs通过污废水、气溶胶进入环境，且当前污染治理技术还

无法彻底去除，使其长期滞留于环境中，对水生生物和人体健康产生一定的毒性效应，是一类重要的新

型污染物. 其主要毒性效应包括：①降低水体的初级生产力，影响水生动物的游泳能力，损伤浮游植物

的光合系统和群落结构，导致斑马鱼幼鱼脊柱畸形、尾巴畸形、心脏水肿和发育迟缓等；②损伤

CHO细胞的线粒体、诱导 DNA链断裂，引发小鼠原发性 DNA损伤、降低细胞活力、诱导肝脏氧化损

伤，影响多毛纲发育，导致猪胚胎雌二醇信号通路改变；③造成人体神经管缺陷，气道屏障功能障碍以

及气道上皮细胞紊乱，过敏性疾病，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异常，男性生殖系统疾病，婴儿心血管先天

性异常（低出生体重、胎儿畸形和发育迟缓），尿道下裂风险，流产风险等；④Cl-DBPs混合物会产生相

加、协同和拮抗效应.
目前，有关 Cl-DBPs的生态毒性效应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未来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1）

Cl-DBPs种类繁多，其化学结构、理化性质及毒理学效应复杂，关于毒性效应及其机制的研究还不够充

分，相关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究；（2）无论是单一 Cl-DBPs还是 Cl-DBPs混合物对生态环境和人体的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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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研究大多在实验室开展，研究集中在急性毒性，并且实验浓度高于实际环境条件，未来需加强实际

环境中的相关研究；（3）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一些受管制的 Cl-DBPs，而未受管制的 Cl-DBPs显示出

更高的毒性. 未来应加强对未受管制的 Cl-DBPs的毒性效应研究；（4）对 Cl-DBPs混合物的毒性效应尚

未完全了解. 其中一个主要的不确定性涉及到如何使用单个 Cl-DBPs的 EC50 值来估计复杂混合物的

风险. 理论上的细胞毒性是根据已发现的 Cl-DBPs计算的，但这只解释了部分 TOX的细胞毒性. 因此，

考虑原水中 Cl-DBPs混合物的总体毒性是非常重要的；（5）由于 Cl-DBPs可能在水生环境和生物体中

发生降解和转化，有必要评估 Cl-DBPs的降解和转化产物的毒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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